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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法治理模式作为影响全人类的治理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关注的基本命

题之一。德法治理选择来源于顺应时势要求的规则取舍和主辅规则之间的兼容空间。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思想，是契合时代趋势的基本要求的法主

德辅模式，也是中华民族法治史上德法治理模式的新型阶段。从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

展规律来观照，德法走向一体化将成为社会趋势，“道德法”将成为规则手段演化的必然

选项。作为这种趋势的上层反映，国家法治思想应顺应时势，适时取舍，提出全面法治的

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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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

下简称《决定》) 认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

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1］由此，执政党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确立为一项重大的治理原则。与《决定》相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2］可见，法律与道德都是重要的国家治理手段。但如果不详细辨析，有人可能会认为法治与

德治是平行的，这样会导致平均用力，结果就会削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力度。因此，应明确法律与道

德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以科学分配国家资源、科学设计制度，进而能够按时保质完成法治中国建

设的基本目标。

一、德法治理要应时匹配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当下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种治理模式? 为什么不提“依

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呢? 这就涉及治理模式选择的逻辑根源，需要明确规则治理选择受制于

客观事实的具体机理。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哲学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理模式，主要关涉的是确定规则选择的规律。要想确定规则选择及其主导

作用，必须理解哪些规则普遍有用，哪种规则更有用，怎么使用这些规则效率最高①。众所周知，政治是

实用性极强的事业，即使再有理想引领，推进有效的国家治理也得从现实出发，哪种治理手段更有效就

用哪种。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提出足以治理社会，并使之有序、稳定、发展的规则模式，则政治运转就可能

在无序中溃散。随时面临的生存危机，迫使当政者必须快速在当时各治理选项中作出适应性决断，寻找

到正位规则，并提出最好的治理模式。这首先需要当政者有效回应社会基层的走向。一般来说，由基层

酝酿而成的基本趋势，往往决定着国家上层所可能面临的各个选项。从某种意义上，国家领导者作出某

个决策显得比较偶然，实际上却是应社会基层的基本要求而加以确定的。从表面来看，国家确实有实力

凌驾于社会结构之上，拥有巨大的决策意志空间，但实际上却要受制于它的经济结构的基本要求。从这

个意义上，国家必然要遵循社会结构中的基本趋势要求，并且作为社会结构的集中代表者，要按照社会

运转的内在需要服务于社会。

国家必须回应社会基层的脉动，寻找可以满足趋势需求的最佳行动方略。国家上层在作出决策之

时，往往根据下层脉动而加以确定。国家在其选择过程中，也往往体现出基于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由

此初步推理，规则选择受制于以社会基层走向为核心的基础社会趋势。什么规则可以满足社会趋势的

内在要求，它就能够成为治理国家的应时选项。如果某种规则并不为社会趋势所迫切需要，即便它再

好，也难以摆列在国家统治者面前而获得现实位置。更进一步推导，在诸多规则选项中，以哪种规则为

中心来选定治理模式，也要根据社会趋势的内在要求才能最终确定。可见，规则选择及其是否处于核心

正位，都要受制于社会趋势的发展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徳治国相结合，实际上就是代表共产党来回应社会基层趋势。如

总书记所说:“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

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

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陈规。”［3］所以，在判断应该以法律或者道德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的时

候，必须考量中国的“时俗”，进而确定国家治理战略。作为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依据时

势要求所提出的治理模式，实际上并不仅是他个人的特质爱好，而是根据时代需要所凝结成的各种治国

选项中的最优选择。习近平的选择，体现出强烈的顺势选定的基本特征，其治理思想是顺应时势需要的

科学选择。

选择法治或者德治，由社会趋势的发展所决定。追问法理，这种选择通过什么机制提出的呢? 任何

一种选择，都意味着在诸多应时规则中进一步选定正位规则。首先要确定哪些规则是应时规则。所谓

应时规则，指的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能够广泛调整社会行为以促进社会稳态秩序的治理工具。然

后，应该在诸多应时规则中选出正位规则。也就是说，在当时所能提供的应时规则中，需要发掘出最有

力最适应当时社会趋势需要的那种规则，进而围绕它确定国家的治理模式。因为每一种应时规则都有

其功能限度，对它们的选择，直接涉及对每种规则的功能的判断与认定，各种应时规则的所短所长，是其

在法治战略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不同次序的关键所在。在诸多的应时规则中，谁更有用，更能满足社会

治理需要，谁的调整效率高，谁的调整适应性强，谁就是最主要的应时规则，谁就能占据治理国家的规则

正位。因为社会基础不同，行为模式各异，不同时间段的社会结构必然产生不同的应时规则，从而使不

同国家不同社会时代的治理模式显现出很大差异。这种治理差异，表明治国路径的分野成立，也由此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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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规则手段的选择来说，只有普遍有用的规则手段才能成为统治者考虑的选择对象。其中，最有用的规则手段才能
获得正位规则。在确立正位规则的前提下，各种规则的主辅匹配可以顺向而定。



生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特别是在不同规则手段都可以被用来治理国家的时候，如何选择往往成为国

家本质的表达。

这种一般机制在具体化的时候，居于正位的规则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规则手段起到协助性的

辅助作用，即出现主位规则与辅位规则相匹配。也就是说，客观上一定表现出不同规则手段之间的主辅

相配。在社会趋势确定的前提下，规则之间的主辅相配也趋于稳定。

总体来说，各种治理国家的规则手段，需要按照社会基层走向的趋势应时匹配，形成最有效的治理

规则配比。国家治理模式作为应时匹配的具体表现，需要在多种主要的应时规则中选择最能发挥治理

效果的那种规则作为核心治理规则，另外一种或几种规则与核心治理规则相匹配，辅助国家治理，以达

到最大化的治理能效。与本文主题相关，道德与法律是社会治理过程中常用的两种规则，道德侧重于内

心认同，法律侧重于外在强制。以二者为主体的治理模式，根据时势要求而被选定，并演绎着跟随时代

要求的治理流变，在中国自古迄今的国家治理中表现出相应的内在规律。

二、德法治理在中国的演变

考察法律与道德哪种规则处于正位规则地位，哪种规则处于辅助规则地位，并与正位规则匹配，需

要拉长视距，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观照推理才能得出清晰结论。因为中国是德法治理的典型区域，分析

古代延及现代的模式选择演变，能够为总结德法治理的一般规律提供实践依据。

(一)中国古代的德主法辅

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如何治理国家一直是政治家和思想家必须解决的核心课题。围绕如何治理

国家以形成最优治理模式，诸多思想产生了碰撞与磨合。“在中国法律史的漫长演进过程中，礼与法、

徳与刑的关系之争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近代。这种争论的实质在于为统治阶级寻求最佳的统治方法

与治国方略。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礼治’或‘德治’与‘法治’思想都有自己存在

的客观依据，因之二者的结合以及儒法互补格局也就是必然的。儒家虽然主张礼治和德治，但并没有摒

弃刑的观念，而是主张‘德主刑辅’。”［4］

中国古代规则治理模式的选择，与经由社会制度运转造成的社会基层走向密切相关。由中国古代

社会自然经济基础和宗法制度所决定，当时社会关系并不复杂，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也不频繁，在社会

矛盾充分展开基础上才能产生的复杂法律规则，当时不可能产生。不仅社会对强力规则的需求并不旺

盛，而且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也难以支付法治体系运转必然产生的巨大成本。相对于需要更大实施成

本的法律，道德运用应该是更优选择。在道德控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启用法律显得并非更加有利。事

实上，社会基层单位往往由生活共同体自我调整，其内部规则如乡规民约等共同体道德，则发挥更大的

规范性调整作用，能够促进社会实现秩序化。也就是说，道德在当时的规则体系中更有用。基于这种现

实考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结构里，道德占据规则正位进而成为主位规则。也就是说，道德治理手段在

中国古代产生了主体适应性，占据了中国国家治理规则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与之同质同向的法律手段

作为辅位规则也起到重要的兜底推动作用，对整个国家的治理起到辅助性织补①，由此形成了强大的规

则合力，塑造出契合当时需要的规则秩序。经过漫长的适应性演变，中国古代形成了德主法辅的治理格

局，即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基本架构。

在这样的治理格局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性意识形态，而法家思想则是内隐性的候补式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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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必须提示法家传统的适应性的空心化。对法家传统来说，垂法而治的法治思想是其核心部分，君主集权则是其
承载手段。对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来说，统治者吸收其有利于统治的君主集权思想，而剔除不利于其统治稳固的
法治思想，实际上造成法家核心思想的消弭，从而使其核心内隐，以至于呈现出法家空心化的现象。



识拱卫。在治理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儒家的“礼治”思想必然居于主导地位，而法家的“法治”思想则处

于从属地位，与之相应，“德主刑辅”思想则是礼法结合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引申。由此而来，传统文化

所形成的治理手段的运用定势，就是对人事利害关系的调整更多的不是诉诸法律规则，而是依靠伦理性

的道德感化。即便在不得不进行诉讼的时候，也往往是把法律当作一种补充手段，在具体运用时也会渗

入以道德为标准的各种调和因素。德治①之所以能够在封建社会成为主导性的治理模式，其实质还在于

它更适应法治需求不强烈时代的国家治理要求。相对于法律这种要求外在强制力的规则形态，道德更

加强调通过人的内心认同来调整行为。以德作为基础，实际上就是把国家治理交付于个人意志力，德治

就是以个人意志力为基础的统治模式。虽然德治的内容是中性的，但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统治

模式显然更有利于君主任性裁判。

德主法辅这种规则匹配的形成，意味着社会结构内部对规则的需求并不强烈。当时社会关系简单

松散，社会矛盾也并不复杂，更不激烈，不需要及时的外在强制即可调整社会秩序。可以反推，如果当时

社会矛盾复杂而且要求及时高效地解决，那么法治规则需求强烈，必然要求国家实行法治而非德治。可

见，德治型模式基本上都是非发达社会结构的产物。与之相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关系复杂、社会

矛盾尖锐的现代社会则往往要求与德治相对应的法治模式。

(二)改革开放后的法德并行

在自然经济基础上通行的德治主导模式，在当代因为获得了新型经济制度的支持而必然适应性更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巩固政权为主的毛泽东时代和进一步探索发展路径的邓小平时代，虽

然并未选定高效匹配稳态社会结构所需要的治理模式，却也为正确选择治理模式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被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逐渐发展成熟，法律逐渐占据了规则主场。因

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求法律的调整，使得法律成为第一位的规则选项。而且，法律运用成本也被

逐渐发展了的中国社会所承担，相对于自然经济基础上法律需求不旺盛且难以支付其大规模运行成本，

当代中国已经能够支撑起以法律为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

结合新的制度条件，江泽民在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基础上，批评性地反思了中国的法律文化，摒弃

了法治与德治的负面制度因素，融合二者的合理性成分，更加准确地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在

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江泽民同志对法律与道德两种治理手段的考察，是在社会制度发生转变基础上进

行的，当被社会需求塑造出来的法治成分越来越多，反映社会基层趋势要求的国家领导集体，必然表述

出新的范畴，进而提出新的治理战略。与这种社会基层走向相适应，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家提出市场经

济是法治经济的新判断。在 1996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江泽民全面阐述依法治国的

思想，科学界定依法治国的内涵，指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

轨道，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

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

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5］( P511) 由此，江泽民要求中国各个领域实现法制化。也就是

说，法律成为重要的应时规则，社会趋势要求中国实行法治。

按照这一基本趋势，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集中论述了依法治国的内在意义，强调指出:“依法治

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

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 P28 － 29)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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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质而言，道德不可能成为独立自足的治理模式，而只能在法律兜底基础上展现规则治理能力。从这个意义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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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是自古以来国家治理模式按照社会需要的逻辑的进一步延展。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充分表明

随着社会趋势的发展，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回应了基层法治的走向。1999 年 3 月 15 日，九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用国家根本大法的

形式确定下来。可见，符合趋势要求的法律，其规则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得到巩固。

但因为市场经济当时并未深入发展，依靠民众自我约束的道德也是非常重要的应时治理规则，甚至

在比较长的时期内，道德与法律处于共同治理社会的并行状态。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江泽民注意到以德

治国的必要性。他指出:“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
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

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
挥作用。”［7］( P91)在江泽民的视野内，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而呈现一体化态势。虽然二者分属不同范畴，

在治理国家中的方式与特点各异，但都属于重要的治理规则。

针对道德规则的功能适应性，江泽民深刻指出: “要紧密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努

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
下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也必须在全

社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7］( P91)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7］( P200)。可见，在推进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法治与德治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之，依

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应该内在关联起来，并寻找各自的适域，最大化地发挥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调整社会

的基本功能，在同质同向的基础上发挥出最大的规则合力，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

综上所述，江泽民的德法治理思想，基本上是德与法二者并行的论证趋向和模式。之所以形成这样

的论证结构，根本还在于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法律需求趋于强烈但仍未占据统治地位，国家刚刚提出

法治但还没有建成完善的体系。在这样的阶段，法治未立而德治犹存，德治与法治两种规则治理国家的
合理空间同时而并行展现。作为结果，德治与法治同时并存，这是向法治社会过渡的必然选择。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思想，在胡锦涛总书记执政时期被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

所继承。胡锦涛同志在新制度条件基础上也强调:“要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不断加强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促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8］这类论述贯穿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时期的重
大文件之中，由此呈现出相关治理思想的连贯性和继承性。虽然法治在我国国家治理史上是后提出来

的，但因为它能够契合现代社会建设的规则需求，所以它是作为代表新事物的趋势被提出来的，进而与

德治同时站在治国战略中。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法治是趋于优先的，一定会在必然的同行中逐渐走向

法治优先，而这恰恰是发展到习近平时期进一步表达出来的时代要求。

(三)习近平时代的法主德辅

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基本建立，内在要求法律规则深度参与经济运行，进而形成法治治理模式。因

为市场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所在，来自基层的信号就会通过正式渠道或者非正式渠道越来越频繁

地向国家上层传递，这种信号被上层捕捉到之后，会推动国家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决策、制定相应的法律
对社会基层权利加以保障。我国在 2010 年宣布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后，仍然不断根

据社会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如 2017 年 3 月 15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深刻表达了当代中

国对法律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和期待，也反映出社会基层走向对法律的需要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这

种软性规则只能起到辅助性的规则调整作用。因为诸多违反道德侵害的事件表明，当事人的权利不可

能诉诸道德而获取救济。

顺应这种社会趋势，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社会治理战略，认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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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

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

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

案。”［9］( P6)因之而衡量，法律是优先的，是“治国之重器”，他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确保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提出来，也足以看出他的论述方向非常清晰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对道德的论述，

是把它放在社会治理重要工具与手段的层面，对国家治理具有辅助性的作用，并没有认为道德是治国之

重器。在《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国无常强，无常

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

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功效、规范社会行为，依靠

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9］( P11) 而要想实
现法治，也必须“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建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

信行为惩戒机制，使遵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的自觉行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
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10］( P27 － 28)可见，提倡以德治国其主要

目的还是以促进法治建设为根本目的的。从中可以判断，法治依然是习近平治理思想的优位选择。

根据前述理论推导，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因应时势所提出的治理思想，实际上是“法主德辅”的

结构。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最优手段是法律，而道德处于辅助性的匹配地位，即在法

律规则规范不及的方面由道德予以补位辅助规范。之所以提以德治国，是因为依法治国还不能完全满

足社会治理的内在需要。首先，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够良化。如《决定》中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

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

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

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10］( P8) 这说明，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还没有达
到足以支撑法治的良法程度。强调道德的规范作用，实际上也是因为现在法律体系还没有获得稳定且

高效的实施结构，既然法律不能无障碍实现，就要强调人的自觉，把问题的解决交给人的自觉性。强调

道德的参与，说明法律本身还没有确立最底线的道德，法治高效尚未真正确立。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

以德治国要与依法治国结合，绝不意味着治国思路上的游移，而是面对现实的规则设计。也就是说，以

德治国作为补充性的过渡手段，是法治的必要补充。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把法律规则作为国家的第一规则，形成了对法律的规则偏重。正因为其迫切

需要，中央才主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充分反映社会基层脉动的基础上，理论

上更加重视法治，更加注重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各项目标。因此，法治是第一位的，或者它应该是第一

位的，虽然暂时还没有被全面建成，却因为时代需要法治拥有了应然的王者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逐渐建成的基础上，在规则偏重已经形成的前提下，逐渐实现规则位移，这是对法治理解进一步加深的

表现，也是治理选择的一大进步。

三、德法治理的匹配机制

从前述古代到现代的治理演变中，可以发掘出“正位规则”这个范畴以及它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逻
辑内涵，由此总结规则正位的相关机理，在规律意义上加深对法德治理选择的合理性认知。

确立正位规则，是有效选择德法匹配的前提。在诸多规则选项中，哪个是治国的正位的“根本规

则”，本质上只能按照大趋势的要求来加以挑选。前已述及，社会基层走向是确定正位规则的根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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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以当政者必然需要有效回应社会基层走向，选定相关的正位规则。根本而言，社会基层走向又是

社会制度的客观结果，因此，社会制度决定正位规则，选择正位规则只能在被社会制度决定的社会基层

走向的范围内进行。

每种规则手段，都有其功能限度。按照其功能限度和发挥作用的条件结构，来具体确定它是否适合

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时势的要求，这是选择应时规则手段的必然过程。契合趋势要求的规则，会成为

应时工具。哪种治理手段是最应时的治理工具，国家就会围绕它提出治理模式。也就是说，治理模式来
源于当时诸多治理手段中最优位的治理工具。因此，治理模式本身体现出很强烈的因时而治、顺势而理

的基本走向。具体来说，不论什么规则形态，谁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谁的调整效率就高，谁的调整适应
性强，谁就是最主要的应时规则。这样的规则手段，就处于核心正位而宰执其他规则，要求其他规则与

自己匹配。总结前述，能够占据正位的规则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被社会运行所迫切需要;二是

最有用;三是能够承担规则运行的成本。一般来说，只有能够承担某项规则运行成本的时候，该规则才
可能被迫切需要。一旦能够被社会运转所迫切需要，基本上这个社会结构就可以承担相应的规则运行

成本了。如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生活共同体往往靠村规民约发挥调整作用，而现代社会则可以承担法律

体系运行成本而迫切需要推行法律。

确定正位规则，也内在地确立了各种规则的主辅匹配。为什么不同规则之间需要匹配? 根本而言，

每个规则都有它的生长适域，适应各自领域内的需求而生长出相应的规则形态。也就是说，每个规则都
有它的主场，即主体适应性，根据时代需求，具体确定表达强烈规则适应性的规则主场。同时，每个规则

也都有其局限，对于日趋复杂的国家治理来说，任何规则都难以单独满足治理的所有需要。因此，要想

治理好国家社会，必须有不同规则同向异位地相互配合，以产生规则合力，进而促进社会秩序化。

需要配合的规则之间必须能够匹配，它们之间不能异质对立。如果两种治理手段内在异质，必然产

生严重对立甚至对抗，它们就不可能进行主辅匹配。如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帮派教规就不能真正匹配，

它们不仅匹配不了，甚至会产生异质排斥。由此反证可以推知，两种治理手段要想主辅匹配，必须是同
质的。但是，如果同质而且二者居于同样位置起到同样作用，那也就不可能谈到所谓的主辅匹配。需要

匹配的规则之间，一定是同质异位，也正是因为异位，它们之间才能因为作用不同而为了共同的治理秩

序目标实现相互补位，因为同质，它们之间可以兼容;因为异位，它们之间又能够匹配。

需要配合的规则按照什么原则匹配? 首先应该确立可以匹配的规则之间谁主谁辅。毫无疑问，最

能满足治理需求的规则一定是最主要的治理工具。而那些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治理需求，却不能最大
化满足治理需求的规则，就处于辅助地位。那么，又怎么确定二者之间的匹配范围比例呢? 这与时代资

源支付能力密切相关。按照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理论，在当时社会的最大化支付能力范围内，最优规则

能发挥出最大化的规范作用。在超过一定的范围限度之后，该最优规则发挥的作用程度就会下降。因
此，该规则有其调整的内在限度。在最优规则发挥最大化效应之外，就要由辅助规则发挥作用来加以补

充。而辅助规则之所以能够起到匹配作用，主要因为它能够填补最优规则所不能触及的规范部分。因
为资源稀缺始终存在，最优治理规则必然成为目标资源所可能支付的主要手段，而匹配性的规则则是可

支付的次要手段。这也就是统一基础上社会结构中主辅匹配的治道的兼容空间。

概而述之，某种规则一旦被选定为主导模式，必然被体系化推行。其他治理规则要与此匹配。这里
就会出现一个规则兼容的问题。根本而言，次要治理规则，只能对被选定的最优规则进行同向的辅助性

弥补。按照社会资源的支付能力，不同治理规则的匹配空间被大致确定。随着社会发展，基于资源的治
理边际效应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与之相应，治理规则的选择和兼容空间也会因此变化，即其主辅匹配

的治道兼容也会弹性演变。这也是考量如何选择不同治理规则之间进行适配的原则所在。就其一般机

理来说，需要根据基层走向的趋势，找到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正位规则，进而按照其内在需要选择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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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辅匹配。在理解这个一般机理之后，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理法德关系的未来发展。

四、德法治理的应然走向

以上述机理观照，习近平提出法主德辅有其现实的趋势基础。中国的市场经济会越来越稳固完善，

由此而来的法治模式需求会越来越强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是不可动摇的。

但也应该认识到，以社会制度为基础的正位规则及规则的主辅匹配，会适应性地演变。当代中国针对法

德治理模式会跟随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应时变化。因此，不仅要看到习近平治理思想的近景，更要看到其

思想所提示的远景走势。

法律与道德二者关系如何发展，还要看来自制度基础的社会基层走势怎样演化。随着社会主义制

度的逐渐稳固发展，不同民众群体之间的共同利益会越来越多，透过国家的统筹调整，会及时有效地解

决社会矛盾。其结果是，社会矛盾的对立程度将大幅度下降，与之相应的规则调整，越来越从依赖外在

强制走向促进内在认同。这时，法律的基本目的已经不是阶级压制，而是要考虑积极促进全社会民众的

普遍内心认同和接受。由此，打开了法律接受道德的正位空间。这个趋势的演变结果，就是法律与道德

逐渐融合为一体。

就法律本身来说，现代社会越发展，法律调整范围就因为越来越需要细化以应对社会关系的复杂而

不断扩大。因为社会资源越来越多，能够支付法律运行成本的力度将会加大。法律调整范围越大，就越

要直接面对和接管由道德调整的行为范围。法律直管道德范围，将赋予道德强力的现实基础，进而使道

德获得更大可实现性。这样，法律必然出现道德化的趋势，即越来越多地体现道德的要求，形成浓厚的

道德性。以阶级统治为目标的强制性法律，将逐渐演变为表达社会共生的共进性法律。由此而来的法

律，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符合道德价值要求的良法，为实现法治提供规则前提。当然，这同时也

是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人们对社会规则的服从，将会从依赖于外在强制转变为内心的认同。

由此可见，道德在经历一个过渡阶段的辅助补位之后，必然要与法律一体化，进而使法治成为完整

的必选项。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法律与道德在逐渐融为一体。作为其中一部分，通过法律实现

的道德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我国开始成为趋势，如 2017 年 3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84

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实际上就是鼓励见

义勇为，对道德塑造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这是否也能表明法律与道德一体化，法律也是道德的实现机制

呢? 显然，这里面就有一个道德法律化的基本问题。在以良法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社会中，道德法律化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只有获得法律的强制规范，道德要求在市场经济时代才更加具有实现可能。应

该说，道德法律化是经由法律实现道德，是现代道德的实现方式。

在经历一段时间以法律为主以道德为辅的状态之后，中国的道德法律化趋势将更加明显，法律本身

要集中表达为社会所要求的道德。作为规则结果，形成“道德法”。这种规则是什么呢? 它必须有规则

约束力，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自然所需; 应该是升华后的道德法则，表达高位道德要求的“道德性法

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需要延展到以前没有进入的道德领域才能真正成为道德法。而在道德法形

成之后，法德一体的局面将最终形成，真正的良法体系才能具体建构出来。众所周知，良法是法治实现

的规则前提。只有良法形成才能具体推动实现法治。这反过来更能证实法德一体的趋势，法德一体是

法治发展路径的必然要求。

既然法德一体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作为趋势代表者的上层领导群体，也必然响应社会基层趋势

提取适应性的治理成分，使之上升为政治战略。这样判断，也符合共产主义的发展趋势的内在要求。马

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终将消失，最终被有规范效力的社会规则替代。本质而言，“国家

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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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

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

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

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

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11］( P197 － 198)。也就是说，国家有其历

史暂时性。既然国家都要消亡，由国家生产的法律体系，也必然随之消亡。道德法将是法律在真正消亡

前的主要存在形式。随着共产主义社会机制的逐渐出现，取代道德法形式的是强有力的公德即共同体

规则。这样，在法律取代道德的规则正位之后，二者将在否定之否定之后真正走向“合”的新型阶段。

任何治理都在具体条件下才能提出，要在诸多治理规则中选择最能满足时势要求的应时规则。以

主位规则为核心，其他同向补位规则为辅，形成主辅匹配的治理格局。从社会发展趋势来观照，法德一

体将成为社会趋势，道德法将成为未来治理社会的必然选项。与之相应，中国自古迄今乃至未来的德法

关系，将体现出“德主法辅———德法并行———法主徳辅———法德一体”的基本演变路线。上述对德法治

理所作的解读，是根据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的考察。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考察在观照事实基

础上也体现出理论逻辑的推导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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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ing Logic of Moral or Law: the Fifth
Searching of Marxist Jurisprudence

WANG Yao-hai
( Institute of Law，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f ruling according to something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trend of the
times，and it is also a new stage of the rule of law or mora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ule of domination． The
rule － based moral comes from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rules and the rules of the main and auxiliary
rules． From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 to observe，law and modele go to integration will become social
trends． "Moral law" will become the inevitable means of evolution of rules． As the upper level of this trend，
the state of the rule of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end and timely choice，more profound comprehensive legal
ideas of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 adjustment efficiency; rule positive position; matching according to time; rule of law; rule by
moral

·44·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5 期


